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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衰败、没落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这是全球城市化

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晚近人们开始回顾中国乡村社会自治历史[1]，聚焦乡贤文化传统，希望于此

发现一条能够粘合传统与现实的乡村建设新路。本文将结合当代乡村建设的现状与困境，重点讨论

乡贤文化自觉的当代意义与践行路径。

一、当代乡村建设的现状与困境

早在20世纪20年代，乡村衰败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1950年之前，就有多种探索乡村

建设的实验，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卢作孚的重庆北培

实验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延安乡村建设等。19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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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命运。其时，乡村虽然在经济上仍然很贫乏，但却人丁兴旺，一派热闹景象。1980 年代开始，城乡

隔绝状态逐渐被打破，尤其是1990年代出现了“打工潮”，乡村社会精英与精壮劳动力急剧流失，产生

了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乡村建设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概而言之，当代乡村建设有两大主体，进而形成了两种基本路径。一是政府为主体以行政力量推

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是最近十来年，政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取消农业税、实施种

粮补贴、鼓励土地流转、修桥铺路、电视与网络村村通等，还不断推进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

方面的建设。毫无疑问，政府所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基础性的、全局性的，是任何其他社会力

量所无法取代的。二是各种社会群体或个人进行的乡村建设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农业大学

何慧丽老师在兰考县前后坚持 10 年的乡村建设活动与廖晓义领导的“乐和家园”乡村建设实践等。

与政府重视农村硬件建设不同，社会力量进行的乡村建设更为重视乡村社会组织与文化建设。如何

慧丽在兰考县进行乡村建设时主推四件事：“一是成立农民合作社（以中青年农民为主），二是成立文

艺队（以农村妇女为主），三是成立老年人协会（农村留守老人的组织），四是引导农民搞生态农业，城

乡互动，如号召城里人来农村‘包地购米’之类”[1]，其中三件事是围绕社会组织与文化建设开展工作

的；再如廖晓义领导的“乐和家园”建设方案：一是注入“建设型社工”带动乡村骨干，二是构建“一站两

会”（社工站、互助会、联席会）修复乡村基层组织，三是施行“三事分流”明确各方责任，四是建设“参与

式管理投入机制”激活公共意识，五是基于社会建设盘活乡村经济，六是通过人际关怀复苏乡村文

化[2]。由此可见，廖晓义同样格外重视乡村社会组织与文化建设。在社会力量所进行的乡村建设案例

中，除了何、廖二位之外，诸多艺术家通过将传统乡村生活空间艺术化转换，结合乡村旅游进行乡村建

设，也是一条值得注意的当代乡村建设路经，如著名艺术家渠岩在山西省和顺县许村所进行的“艺术乡

建”[3]，欧宁与左靖在安徽黟县开展的“碧山计划”[4]等。当然，“艺术乡建”对领导者与实践场所都有特

别要求，不如何、廖二位乡村建设路径具有一般性。此外，以工商业资本为主体，通过土地流转推行生

态农业与休闲农业等，从而将农民与土地相分离，彻底实现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这也是一种有待持

续关注、深入研究的乡村建设路径。对后一种模式，有学者认为，“该乡村建设模式是以牺牲当地农民

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一种掠夺性乡村建设，是一种借用农民土地而为外地人谋利的‘伪乡村建设’。”[5]

我们认为，中国地域广大，在适宜发展现代大农业地区鼓励工商资本参与乡村建设是可行的，但这种

乡村建设路径同样不具有普适性，尤其以政府行政力量鼓励推行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社会风险。

基于对上述几种当代主要乡村建设路径与实践的考察，我们认为当代乡村建设存在以下一些主

要难题、困境。其一，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由于受到量化管理方式的影响，缺乏得力的

基层干部进行持续深入的乡村社会组织与文化建设——这是几乎无法量化管理的，未能有效地培育

以乡村精英为首的乡村社会力量。中国乡村有着悠久的自治历史与传统，科层制的现代行政管理模

式未必适合中国乡村社会。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费孝通就指出，晚清以来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政治

双轨制的打破导致了基层行政效率低下和地方社会结构紊乱[6]。当代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乡村建设

[1]石破：《何慧丽 10年乡建路》，〔广州〕《南风窗》2013年第14期。

[2]刘芳：《“乐和”乡村：小事自己办的“乐和”互助会——廖晓义和她的“乐和”理念在长沙乡村的实践》，〔福州〕《学

术评论》2015年第1期。

[3]渠岩：《艺术乡建 许村家园重塑记》，〔杭州〕《新美术》2014年第11期。

[4]欧宁：《碧山共同体：乌托邦实践的可能》，〔武汉〕《新建筑》2015年第1期。

[5][7]钟兴菊：《走向“第三领域”：乡绅阶层之于乡村自治的探讨》，《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6]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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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是自治，而实现自治有两个基础：一是重视传统文化的礼治秩序，二是充分发掘乡村中精英阶

层贡献乡村。”[1]对此，我们想补充一条，还应该大力培育政府领导下的各种乡村社会组织，形成基层行

政组织、共产党基层组织、村民自治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多元互动的乡村建设力量。因为失去了宗

法关系与集体关系的链接，当代乡民越来越“原子化”[2]，没有各种合法的社会组织，他们就可能失去集

体认同感，无法形成乡村建设的合力，甚或参加邪教等非法组织。其二，社会力量所进行的乡村建设

基本处于局部试验、探索阶段，对整个社会的乡村建设影响不大。在其工作实践中，面临的共同困境

是，这些乡村建设力量基本上是“外入型”的，乡村社会缺乏相应的内生力量，虽然何慧丽、廖晓义等非

常重视培育本土的乡村精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她们的实践大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何慧丽在兰考

坚持了 10 年，其苦心建立的乡村组织大都随着外来志愿者与社工的撤离又逐渐解散了。综合这两

点，我们认为，不管是政府推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社会力量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都面临着

一个共同困境：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社会精英持续流失，乡村社会内部缺乏组织、领导乡民

进行乡村现代建设的本土精英。由于缺乏内生力量，一切外部援助都无法内化为其自身的勃勃生机。

二、乡贤文化自觉与乡村文化重建

当代乡村建设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但最主要的困境是乡村精英流失,乡村社会失去了自治与发

展的内在力量。对此，政府、学界都有所认识，故而呼唤传统乡贤文化回归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意的

声音。所谓乡贤，主要指传统乡绅阶层中有贤德，有文化，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有所担当的人，也常常被

用来指称现当代乡村社会中的贤达人士。所谓乡贤文化，既包括古代乡贤留下的文物、文献、传说以

及热爱乡土、关心乡村世道人心及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以德服人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精神，又包含了现

代乡村精英对传统乡贤精神的继承、践行与创新。

最近十来年，乡村社会的“沦陷”以及治理与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激发了乡贤文化的自觉

和对乡贤文化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乡村能人有了乡

贤意识，开始主动参与乡村建设。不仅捐资修桥、铺路，助学者逐渐增多，而且愿意直接参与乡村公共

事务管理者也逐渐增多。研究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资

源丰富地区，建筑老板、工程承包商与工矿企业主等参与村庄选举的趋势日渐普遍。”[3]二是乡贤文化

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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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传统社会中，乡贤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是乡村社会的管理者，又是乡村礼俗的实践者，还

是乡土知识体系的保存、传播者，他们只能是土生土长，非常熟悉本土生活的，而不能是外来的“启蒙

者”、“布道者”。在当代社会，乡村精英人才或通过上学、参军，或通过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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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住。对此，地方政府往往大力鼓励、表彰他们以不同方式参加家乡建设，如鼓励他们回乡投资[1]，

表彰他们捐赠等善举，尤其是对直接回乡参加乡村建设的，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宣扬。如浙江省绍兴

市柯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茂法为了保护古村落，主动要求从县官降为村官，成为该县稽东镇冢斜

村党支部书记，对此，《光明日报》等媒体进行了专门报导[2]。

三是成立各种乡贤组织，凝聚群体的力量。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

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尤其是 2015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重视现代乡贤》、《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两篇文章之后，地方

政府开始高度重视“乡贤治理”问题，纷纷成立了“乡贤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如浙江绍兴上虞区道墟镇

称海村、福建松溪县茶平乡黄屯村不仅成立了乡贤理事会，为了保障乡贤理事会的正常运行，还建立

了乡贤公益基金。

综上所述，传承、发扬乡贤文化不仅在观念上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而且在实践层面也大有

星火燎原之势，然而，细究之下还是会发现一些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往往较为重视

“官乡贤”、“富乡贤”，忽视了“文乡贤”、“德乡贤”。诚然，古代乡贤中有许多退休官员，他们回乡之后

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在当代社会，这些退休官员很少回乡居住，对乡村建设的直接影响非常有

限，重视“官乡贤”往往沦为地方官员谋取人脉资源的借口。重视“富乡贤”虽然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然

而，这实在有违乡贤文化之本义。不管是古代乡贤，还是现代乡贤，都应该是本土的、有名望的、有德

行的，而不应该仅仅是有钱的。从乡村建设角度而言，一方面应该重视“富乡贤”合理的政治诉求，充

分发挥其在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更应该重视地方德高望重的文教卫工作者，充分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他们才有可能以其文化与德行成为真正的现代乡贤。其次，“在场”的乡贤少，“不在场”

的乡贤多。在城市化背景下，现代乡贤往往并不生活在乡村，虽然在乡贤文化感召下积极参与家乡建

设，但是，古代乡贤管理乡村、教化乡民、作为上情下达的中介等功能，“不在场”的乡贤往往只好付诸

阙如。然而，当代乡村建设极其需要地方精英直接参与，“不在场”的乡贤并不能真正肩负起乡贤的职

能。对此，我们认为，以“不在场”的乡贤为主成立乡贤理事会固然非常有意义，但是，还应该成立以

“在场”的乡贤为主的一些社会组织，让那些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虽然低一些，但比较有德行，能够服

众的乡村贤达直接参加到乡村建设中来。如江苏丰县的“乡贤工作室”[3]，3000 多名“乡贤”全都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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